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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

——基于福建省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的案例研究

林雪霏 1 陈昭霖 2 郑慧玲 3

摘要：乡村产业集聚是小农户在对接大市场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是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的重要基础。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福建省白沙村紫菜产业以农贸市场为主要销售渠道

的低端经营样态，探讨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之间的关联。乡土社会在产业空间与村

庄空间高度重合之下，衍生出区别于开放型和封闭型网络结构、具有过渡形态特征的权变型乡土社会

网络。首先，这种社会网络一头对接市场，一头扎根乡村，以特有的家户理性为出发点，在农户平衡

安全逻辑和利润逻辑的基础上持续锚定农贸模式的产业初始发展方向；其次，乡土社会网络中强弱关

系的转变降低了农贸模式的经营成本，强化了这种模式的经营路径；最后，基于地理集聚和人情联系

的网络联结为这种模式提供了信息融通、稳定可控的集群环境和排斥创新的合法化舆论。在市场经济

冲击下自然生成的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全方位维系乡村产业集聚的低水平锁定状态。因此，推动乡村

产业由集聚向集群转型升级，根本在于优化乡土社会网络，包括支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和开展

组织化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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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培育规模化、品牌化的特色产业集群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向，政府大力推动“一村一品”

专业示范村镇建设，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当前中国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

对接问题（吴重庆和张慧鹏，2019）。不同于地方政府通过引导打造特色产业，部分农村地区在长期

发展中自发演化出“一村一品”或“一镇一品”的乡村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是企业和相关资本要素在

规模效应影响下于特定地理区域集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Fujita andThisse，1996）。中国自发形成的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研究”（编号：21&ZD161）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本文通讯作者：林雪霏。

DOI：10.20074/j.cnki.11-3586/f.2024.06.005    网络首发时间：2024-12-06 08:42:55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86.f.20241205.0909.010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

- 80 -

乡村产业集聚通常源自村民间自发的模仿与合作，在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同时，也经由特定流通渠道与

外部市场链接。乡村产业既有农业，也有加工制造业。在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晋江市和广东省汕头

市等地，有些产业跨出村域范围成为镇域乃至县域的特色产业（金祥荣和朱希伟，2002），也有一些

产业以“同乡同业”模式扩展至全国，例如福建省莆田市“打金”业、湖南省新化县打印业等（吴重

庆，2020）。总之，这种内生的产业集聚体现了中国乡村产业独特的发展形态。

乡村产业集聚极具地域特色，农户参与度高，并且有潜质发展为市场“隐形冠军”（西蒙，2005），

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意涵高度契合。部分地区通过持续创新、产业融合等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走上品牌化乃至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但是，绝大多数地区的产业仍然以家庭作坊或小微企业为基本经

营单元，停留在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低端市场恶性竞争的低水平锁定（lock-in）状态，未能发展出产

业环节互补、信息知识共享、资源整合互助的产业生态系统和深度交互的社会经济网络，难以发展为

在技术、生产和品牌等领域具备显著竞争力的产业集群（Porter，1998；Becattini，2017）。河北省米

北庄村殡葬业、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塑料制品业和福建省石狮市轻纺业等皆是乡村产业发展陷入锁定

状态的典型案例。这不但固化了小农户在与大商业资本对接时的不平等地位（黄宗智，2012），还造

成安全生产隐患、环境污染和市场无序竞争等负外部性。

为何乡村产业集聚容易陷入低水平锁定状态，难以升级为创新力强和产业链扩展的产业集群？现

有研究主要给出了四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将上述问题归因于乡村产业特性。家庭经营难以积累足够资本以抵御风险，农户资金

难以支撑投资回报周期长、具有先天弱质性的农业的转型投入（王春光和单丽卿，2018）。同时，村

庄公共品的合作供给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水利灌溉设施等产业基础设施难以得到保障（林雪霏

和周治强，2022）。

第二种解释关注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相关研究从制度变迁视角展开讨论，例如依附于专业销售

市场的规模经济容易造成产品同质化竞争和过度竞争问题（张杰和刘东，2006）。地理集中带来低成

本技术外溢、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效应，也造成产业集群内的技术锁定，以及扩张动力和创新活力丧失

（Arthur，1989；Feldman et al.，2005；符淼，2009）。

第三种解释聚焦于推动转型的行动主体。市场理论认为，企业家凭借其洞察力、统帅力与改革魄

力，能够创新资源要素、打破路径依赖，并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郑风田和程郁，2006；Drucker，2014；

郭年顺，2022）。然而，高融资成本和群体同质性会阻碍农村企业家群体的生成（张小蒂和王永齐，

2010；陈翊和张一力，2013）。有研究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但地方政府作用发挥受制于其职能权限，

且可能在激励结构下理性地频繁更换主导产业（赵伟，2011；刘军强等，2017）。

第四种解释关注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既有研究从社会网络视角展开分析，认为乡土熟人社会为

市场发育先天不足的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多维社会资本，包括组织规模化的学习模仿、替代性地推动生

产要素互利交换、建立灵活的地方生产网络、限制市场竞争与逐利冲动等（吕文栋和朱华晟，2005；

曾凡木，2013；刘升，2015）。但是，在转向探讨乡村产业集聚的转型困境时，研究结论存在分歧。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

- 81 -

有研究认为，农户市场意识觉醒与村庄乡土性消解弱化了社会网络的约束机制，滋生了寄生村庄的食

利集团，产业集聚面临道德失序和胁迫交易等风险（王曙光，2006；杨汝岱等，2011；洪刘，2022）。

也有些观点指出，乡村生产协作网络具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过度嵌入导致产业集聚陷入认知锁定和功

能锁定，削弱了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链升级动力（Grabher，1993；蔡宁等，2003；杨震宁等，2013）。

前三种解释在产业理论框架下，针对性地分析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市场要素，包括产业基础、技

术、市场和行动主体等。但是，这些解释多是孤立地分析单一要素对产业转型的作用，导致其解释力

受到质疑。例如，在讨论地理集中与创新的关系时，多数研究认为地理集中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和同类

模仿会挫伤企业家的创新意愿，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会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激发创新想法，进而推动

整体性创新（Kogut and Zander，1992）。其实，这些市场要素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且基于特定的结

构情境。这就需要从结构的视角对市场要素的联动作用进行系统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解释弱化了

乡村产业集聚区别于一般产业集聚的核心特征，即市场性与乡土性的结合。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市场要

素嵌入乡土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其主体理性、关系联结和文化规则等社会性因素影响。第四种解释虽

然关注社会网络在乡村产业发展与转型中的作用，但研究仍有深入的空间。社会网络理论为了聚焦关

系模型而对网络关系的基本单元进行了同质化处理（张存刚等，2004）。但是，乡村产业的家庭经营

主体和工商企业相比、乡村空间和工业区相比，均有显著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经营呈现“拿命

在拼”的劳动状态，其背后是不同于市场逻辑的家庭伦理（付伟，2021）。乡村产业发展还受制于乡

土观念和行动伦理（周飞舟和何奇峰，2021；徐宗阳，2022）。只有将乡村的主体特征和主体间性纳

入分析，才能真正还原乡村产业集聚的运行逻辑，并抓住其发展陷入低水平锁定的症结。同时，既有

研究多将乡土社会网络视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并将其置于存在与消亡、强势与弱化的二元状

态中。实际上，乡土关系不是固化不变的，乡土社会与市场之间也不必然是零和博弈。农户能够有意

识地利用“关系”作为社会资本，弥补产业发展初期的劣势，理性调适社会网络以适应开放市场。总

之，乡土社会网络适应外部环境的权变性特征有待进一步挖掘。

乡村产业集聚是典型的“社会经济”，经济与社会紧密结合，且呈现复杂的互构关系（Polanyi，

2001），社会网络中的“道德化要素”是市场形成与稳定的重要基础（Granovetter，1995）。从孕育

乡村产业的乡土社会网络视角理解它的转型困境，与本文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因

此，本文尝试跳出乡土社会网络存亡或兴衰的二元判断，深入挖掘乡土社会网络在市场冲击下的保留

与变化，并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白沙村紫菜产业的案例，探究乡土社会网络对乡村产业集聚低水平锁

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具体可展开为如下问题：村域内发育起来的乡村产业集聚为何会陷入低水

平锁定？乡土社会网络在市场浸润下衍生出何种新的结构化样态，又如何影响乡村产业集聚的转型升

级？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在社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的分析概念，围

绕产业定位、经营路径和集群环境等方面分析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导致乡村产业集聚陷入低水平锁定

的机制；其次，全面呈现案例村庄紫菜产业农贸模式的低水平经营样态；最后，具体分析和检验权变

型乡土社会网络对案例村庄紫菜产业农贸模式锁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

- 82 -

二、解释框架构建

乡村产业集聚是源于乡土社会、自发生成的产业形态。在村域及临近范围内，家庭经营的手工作

坊或小微企业，通过乡土亲缘、地缘等社会联系分享信息和技术，形成精细的分工和协作机制，逐渐

发展为包含特色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产业集聚。乡村产业集聚的发展锁定表现为乡村产业始终处

于生产链分工或产品品类的低端层次，依赖低成本的生产要素、降低成本导向的技术改良和规模经济

获取竞争优势，未能充分推进乃至排斥技术创新、品牌构建等，难以向价值链升级和上下游协同的产

业集群转型。社会网络理论关注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能够较为系统地呈现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环

境之间的关联。从社会网络视角观察乡村产业集聚的发展锁定困境，能够将企业家、产业特征与要素

资源等整合起来。

（一）乡土社会网络与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

既有对社会网络的讨论主要建立在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的基础上，

相应地，社会网络包含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类网络结构。弱关系是外向性的，往往产生于跨越社群或阶

层界限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弱关系形成的“开放型网络结构”内部主体的交往、联系较为松散，有利

于获取稀缺知识或异质性信息，但往往以牺牲隐性知识获取和深度合作机会为代价（Lin，1982；

Alguezaui and Filieri，2010）。强关系具有内聚性，通常是在相似度较高的群体内部发展起来的。建立

在强关系基础上的“封闭型网络结构”内部主体间存在高密度联结，信息传递同质性和冗余度较高。

深厚的情感联系和互动基础使得关系双方更容易形成深度交流合作，构建人情网，但也可能产生抑制

创新等负面效应（Krackhardt，1992；Uzzi，1997）。

传统乡土社会网络的基础是由亲缘与地缘等强关系形成的、以村庄为地理范围的封闭型网络结构。

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受土地的束缚形成“家本位”的小农经济。维系脆弱的农户单元需要亲缘的相互

扶助和拥有一整套规则、价值和公私秩序的村庄共同体的支持（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

然而，随着“小农户链接全国大市场”的乡村产业集聚发育成熟，乡土社会网络一头对接市场，

一头扎根乡土，网络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基于强关系的社群机制中增加了基于弱关系形成的市场

机制。本文将这种过渡形态的乡土社会网络称为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具体而言，权变型乡土社会网

络以家户理性为基础，以乡土社会的强关系网络为底色，同时又基于市场理性衍生出强弱关系灵活调

整的权变属性。

（二）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何以导致乡村产业集聚的发展锁定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是形成乡村产业集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呈现高度的结构韧性，持续干预产

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开放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下自主调适其网络关系与结构。这一社会网络内在的家户

理性逻辑锚定初始的乡村产业发展方向，强弱关系权变极大降低既有模式的经营成本，同时又依托地

理集聚与人情联系营造固化且排斥创新的集群环境，从而成为乡村产业发展陷入低水平锁定状态的关

键要素（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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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的发展锁定的关系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的第一个特征是以核心家庭而非家族为基本单元，也就是以农户的家户理性

作为出发点（徐勇，2013）。“家庭即公司”，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除了具有组织结构稳定、劳动

强度高等特点外，还意味着农户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主经营与支配生产产品（刘成斌，2011）。换

言之，家户理性是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方向的底层逻辑。市场经济中农户的家户理性既不完全符合只强

调生存安全、寻求劳动与消费间的平衡的生存小农模型（Scott，1977；Chayanov，1986），也不符合

精于理性计算、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理性小农假设（Schultz，1967）。拥有家户理性的农户试图在安全

和利润之间寻求平衡，家庭构成的生产共同体将生产过程与家庭维系、再生产捆绑在一起，使农户不

但有动力赚取利润，而且努力寻求相对稳定、可控的行动区间。这种家户理性在指导农户经营决策时

表现为两个维度的考量：一是农户对从事领域的知识储备。农户对经营领域越熟悉，越倾向于追求利

润，反之则倾向于寻求安全。二是农户对收益预期的明确程度。对市场的未来收益预期越模糊，农户

越偏好规避风险。这很容易将乡村产业集聚锚定在初始发展方向上，因为农户擅长在熟悉的经营模式

中精进技艺、完善流程。突破性的创新恰好发生在知识储备不足和收益预期模糊的行动象限，农户对

安全的考量往往会压倒追求利润的冲动。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的第二个特征是编织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具有因势调整的权变属性，即权变

性。关系强弱程度不仅取决于交往强度和密度，还与关系内容紧密相关。不同场域的关系有其特定的

性质与义务，例如，基于血缘和亲缘的强关系是以私人情义联系为载体，在形成特殊信任的同时也要

承担人情互惠义务。“人情关系的实质是情意、实惠的交换……相互的欠情、补情心理，使得有能力

的人会尽力提供帮助”（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市场交易中的弱关系虽然能够提供异质性信息，

但是需要遵守刚性的契约规则或正式的组织原则。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具有“乡土成员”“市

场主体”双重身份，对应乡土规则与市场理性两套行为逻辑。这些成员基于家户理性可以在两种身份

及相应的行为逻辑间能动转换，表现为主动塑造网络结构中的强弱关系。具体而言，一是弱化强关系，

尽可能摆脱乡土道义的约束，减少强关系带来的经营成本或人情负担；二是强化弱关系，与下游客户

建构拟亲缘化的特殊信任（Welch et al.，2005；罗兴佐和刘天文，2022），依靠人格化的“交情”降

低交易成本、拓展市场份额。强弱关系的权变性降低了既有模式的经营成本，提高了市场适配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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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强化乡村产业集聚的经营路径。

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的第三个特征是演化出介于开放型网络结构与封闭型网络结构两种理想类型

之间、具有过渡形态的网络联结。这种网络联结既对外开放，农户会积极强化与全国性市场的链接，

又扎根乡土社会，继续维持产业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高度重合。对于乡村产业集聚而言，这种网络联结

构建了有助于维系现有产业形态的营商环境。首先，地理空间集聚和乡土社会网络的双重叠加能够继

续发挥熟人关系资源对现行产业形态的支持作用，包括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密切的生产协作网络和

稳定可控的政商环境。其次，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舆论机制会自发维护社群的既有共识和道德准

则（吴重庆，2014），很容易形成对传统生产技术模式的合法性认同，造成探索新知识和获得新信息

的异见者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这一网络联结（符平，2013）。

三、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发展样态分析

白沙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东石镇，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宗族村庄，2024年初有 932户农户，

常住人口 2100余人。该村紫菜产业在三十多年时间里，历经了以生产为主、产销结合和以销售为主

三个发展阶段，而今成为占福建省坛紫菜总销量近三成的销售集散中心。白沙村的紫菜产品以农贸批

发市场为主要流通渠道，农户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特定的市场定位、交易方式和销售策略，本文将白沙

村紫菜产业发展模式统称为“农贸模式”。白沙村的紫菜产业以农贸模式持续扩张，但陷入日益激烈

的低水平竞争中，发展呈现低水平锁定状态。

（一）案例介绍

本文选择这一个案例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白沙村紫菜产业是典型的、内生的乡村产业集聚。

这种产业形态不仅分布在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等东部沿海省份，也存在于河北省、山东省和湖南

省等省份。透过该案例能“解剖麻雀”地呈现中国乡村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呈现“小农户对

接全国大市场”的农产品经营方式与转型困境。其次，该案例符合探寻因果机制的极端案例选择标准。

极端案例是指在自变量或因变量的单一分布上呈现极端取值的案例。这种案例能够放大自变量或因变

量的某些特点，凸显这些特点之间的关联，以便研究者更好地观察变量之间的因果链条（Seawright and

Gerring，2008）。白沙村紫菜产业的产业空间与乡土社会空间高度重合，能够充分展现乡土社会网络

对农户经济行为和产业发展锁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2022年 5月、2023年 7月两次前往白沙村开展田野调查，对 20余名产业发

展相关主体，包括企业主、育苗专家、种植户、烘干户、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等进行深度访谈，同时以

年鉴、汇报材料等二手资料作为补充和佐证。

白沙村属于海水冲击形成的沙洲半岛。所谓“靠海吃海”，白沙村村民长期以海上养殖业为生，

其中紫菜产业的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覆盖育苗、种植、烘干和销售多个环节。自 20世纪 60年代

原水产部在当地建立紫菜养殖试验场后，白沙村便以“专家育苗、村户种植”模式成为远近闻名的紫

菜生产基地。当时白沙村种植的紫菜仅在周边乡镇销售，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白沙村村民江海为

生计所迫，外出销售村里种植的紫菜，最终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农贸市场设立经销点，建立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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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村第一条对接全国大市场的销售渠道。此后，江海将其亲朋好友带入紫菜销售领域，其他村民也纷

纷效仿，以合股或帮带方式参与其中。白沙村紫菜经销商的数量和销售规模在短期内快速增加，在广

东省、江西省、四川省、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和湖南省等地的大型农贸市场都建立起各自独立的

销售渠道。这些销售公司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开展经营活动。由此，白沙村逐渐形成面向农

贸市场、以烘干紫菜饼为主要产品的生产经营模式。白沙村现有注册的紫菜销售公司十多家，其中成

规模的经销商的基本经营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白沙村主要紫菜经销商的基本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
年销售量

（吨）
销售地区 细分产品

产品

定位

商标数量

（个）
销售渠道

经销点数

（个）

福建碧江食品

有限公司

1000+ 国内多个城市，以广州市为

主，同时出口东南亚国家

紫菜饼、海苔、

伴手礼

高端

产品

1 农贸市场 1

晋江市东石兴华

食品有限公司

400+ 广东省、福建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江西省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等

紫菜饼、海苔 高端

产品

3 农贸市场 2

福建碧海食品

有限公司

200+ 广州市 紫菜饼 低端

产品

4 农贸市场 2

晋江新兴源食品

发展有限公司

200+ 北方地区 紫菜饼、碎紫菜 低端

产品

5 农贸市场 1

晋江市腾华食品

有限公司

200+ 长三角地区 紫菜饼、不贴

牌的烘干紫菜

低端

产品

6 农贸市场，兼有

商超、微商和线

下零售渠道

0

泉州市福广家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

1000 珠三角地区 紫菜饼、紫菜调

味品、伴手礼

中端

产品

2 商超和农贸市场 2

注：泉州市福广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年搬离白沙村到邻镇发展。

（二）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锁定的表现

农贸批发市场是中国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70%的农产品都大致遵循“农户－产地经销－批发

市场－零售商－消费者”的流通模式（孙伟仁等，2018）。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不同会形成差异化的农

产品经营模式。与直营、商超、京东等电商平台和酒店特供等中高端销售渠道相比，农贸批发市场面

向大宗商品交易或对价格敏感的中低端消费群体。白沙村经销商围绕农贸批发市场形成一整套决策思

路与行动策略，进而在既定模式下进行边际改良与价格竞争，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由此陷入低水平锁

定状态。

白沙村经销商在农贸批发市场上主要销售烘干切割、经过初级加工的紫菜饼，其质量要求与产品

附加值都比较低，对价格变化高度敏感。白沙村经销商尽管都清楚地知道紫菜饼技术门槛低、同质化

竞争严重和利润空间很小，但绝大多数经销商仍将紫菜饼作为主营产品。只有两三家经销商尝试制作

碎紫菜、紫菜调味品等加工食品，但规模相当有限。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白沙村经销商只能将薄利

多销作为主要经营策略，白沙村紫菜价格在充分竞争状态下高度透明且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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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紫菜价格是很透明的。我们收购的价格基本相差无几，在卖的时候，客户更关注紫菜的价

格，品牌只是他消费的习惯。同样的价格差不多，他选择你这个。如果价格差距太大，他就会尝试别

家，这样你的销售渠道就被抢走了。”（E-ZJG-20220515）①

在供需市场几近透明的状况下，白沙村经销商主要通过巩固销售渠道、调整紫菜包装和囤货三种

策略来提高利润率。

第一是争夺销售渠道以占领市场。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高度透明，白沙村经销商只能选择

“走量”方式。“销售渠道越多，能卖出去的紫菜也就越多。”（E-ZWZ-20220513）白沙村经销商都

积极开拓下游销售渠道，形成类似“占有地盘”的社会默契。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村里有一位经销

商作为后进模仿者，试图以压价方式争夺其他经销商的客源。周围人谈及此事时都视其为“规矩破坏

者”。同时，经销商也在极力巩固与下游客户（包括零售商和大宗消费者）的关系。除了保证产品的

价格优势外，白沙村经销商往往会采取“欠一单”的交易方式，即先交货，等客户订购下一批产品时

再结算上一轮的欠款。这是出于巩固客源的需要，“你不让人家欠，但其他家愿意让人家欠，你这个

客户就白白流走了”（E-ZAB-20220511）。同时，每家经销商手里都有 3～5个品牌商标，紫菜饼的

产地和出品工序相同，卖给不同经销商的紫菜饼会贴上不同的商标。这客观上导致品牌价值被严重削

弱，紫菜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受影响。

第二是策略性调整产品包装以降低成本。在外包装方面，白沙村销售的紫菜饼普遍采用塑料薄膜

包装，以这种方式包装的紫菜饼储存时间短、容易受潮变质。白沙村经销商也尝试改用铝箔包装，虽

然这种包装方式密封性好、防水防潮且遮光性强，但是其成本是塑料薄膜包装的 10倍，反而因为这

样包装的紫菜饼销路不好而被淘汰。部分经销商为进一步节省包装费用，还会将双面胶贴改成单面。

此外，白沙村经销商也会在内部包装上花费心思，例如，增加包装内附带调料的重量以减少紫菜克数，

调整紫菜叠放方式让包装显得蓬松等。

“这就是商业秘密，紫菜利润很薄，所以大家都在想尽办法，用最低的成本做出看起来最好的效

果。”（E-ZYY-20220513）

第三是利用市场波动囤货赚取差价。“赚钱靠的是囤菜。所谓囤菜，就是比如你去年买了很多紫

菜放到今年，如果今年行情好，紫菜产量少，那价格就上去了，卖掉你就赚多了。”（C-ZWS-20220511）

这类似于股票市场“低买高卖”的运作策略，白沙村经销商看准市场时机低价购入紫菜，然后在市场

相对高位抛售以赚取差价。他们每年采购的紫菜中的七八成紫菜都会被囤起来。“囤菜”这种投机性

质的销售策略虽然能够带来超额利润，但也蕴含巨大风险，用他们的话说是“拿着身家性命在赌”。

（C-ZWS-20220514）

由此可见，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被锁定在农贸模式上，这些中小规模的紫菜经销商基于预期效应

①
括号内为访谈资料编码，由受访者身份、受访者姓名首字母与访谈时间组成。其中，受访者身份按照如下规则编码：G

为乡镇干部，C为村干部，E为企业主，S为烘干户等配套作坊主。以“E-ZJG-20220515”为例，“E”代表受访者身份

为白沙村紫菜企业企业主，“ZJG”为访谈对象姓名代称，“20220515”代表访谈时间为 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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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旧有经验产生路径依赖，使主营产业始终固化在低端产品市场。面对竞争日趋激烈、利润逐渐微薄

的市场环境，紫菜经销商开发压低成本的技术，采取迎合客户的营销策略，并将囤货投机作为主要盈

利方式（具体见表 2）。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加工技巧、明确的品牌经营理念和创新路径，这套不断内

卷的农贸模式很难形成内生的产业升级动力。白沙村多数经销商没有动力开辟直营、商超等新销售渠

道或者研发高附加值的紫菜加工产品。

表 2 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农贸模式锁定的表现

维度 具体表现

市场定位 薄利多销，面向大宗商品交易或对价格敏感的中低端消费群体

品牌建设 商标多、品牌价值低

交易方式 先交货后付款、口头约定

经营策略 争夺销售渠道、策略性降低成本、囤菜赚取差价

四、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对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锁定的影响机制

白沙村紫菜产业之所以会以“农贸模式”持续扩张并陷入低水平锁定，与其所处的结构性场域紧

密相关。以家户理性为出发点，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一头扎根乡土社会，一头连接外部市场，高韧性

的社会网络始终是形成乡村产业集聚的社会基础。在产业发展初期，乡土社会网络低成本地集聚资源、

共享信息技术，有效推动小农户对接全国大市场。但是，在产业发育成熟后，乡土社会网络遵循家户

理性持续锚定农贸模式这一初始产业发展方向，并以其结构韧性与权变属性尽可能地降低产业经营成

本和为之构建合法化环境，成为维系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低水平锁定的结构性力量。

（一）家户理性与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的初始发展方向锚定

家庭经营与家户理性是白沙村紫菜产业持续锚定农贸模式的底层逻辑，也是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

的组成节点。白沙村的紫菜养殖、加工和销售基本以核心家庭或直系家庭作为基本经营单元。“自由、

独立的小农家庭构成中国村落社会的内核，是村落社会存在的根基。”（徐勇，2013）本文梳理白沙

村主要紫菜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发现，他们多有亲缘关系或邻里好友的地缘关系。那些早期以帮带模式

入行或合伙经营的农户，多数在积累了足够的客户资源、启动资金和市场经验后会选择“单干”，组

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销售公司。而在公司内部，管理层基本由家庭成员担任，负责决策、接单和财

务等核心业务，外来雇工则承担包装紫菜、物流搬运等劳动密集型的重体力工作。在经营决策中，各

经销商会相互打听信息，但并不会在收购时间、收购量、定价和销售时间等问题上协商合作。

以核心家庭或直系家庭作为基本经营单元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提供了成本优势和持续的内生动力，

但这也导致各经销商以家庭为中心对销售市场进行分割，进而导致产业层面的集体非理性。正如

Fairbank（1983）所言，“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首先，白

沙村各经销商都在算计自家利益，将其他经销商视为竞争对象，防备自家的核心技术或关键信息被“搭

便车”。其次，这些经销商在买卖决策上和市场竞争中缺乏合作，或垄断性地独占某个市场，或通过

价格战相互竞争，这使得白沙村紫菜产业很难聚合出共同利益，更难以进行优势互补的合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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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村经销商遵循家户理性，试图在安全逻辑和利润逻辑两种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具体表现为经

销商根据经营领域的知识储备和市场未来的收益预期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具体见表 3）。其结果就

是计算精明的经销商会始终固守农贸模式这一初始经营模式，对创新转型顾虑重重，将盈利寄希望于

近乎“赌博”的囤菜投机。

表 3 平衡安全逻辑和利润逻辑下的经销商行为

经营领域的知识储备

丰富 稀缺

市场未来的收益预期
清晰 “精耕细作” “局部尝试”

模糊 “小步快走” “绕道观望”

白沙村紫菜经销商之所以固守农贸模式，是因为他们积累的销售经验和销售渠道足以支撑其精确

地计算收益。在此基础上，利润逻辑促使经销商持续地“精耕细作”，在包装设计、分装方式和配料

安排方面动心思，试图在本就薄利的紫菜饼销售中“挤出”更多利润。经销商将大量精力与资源投入

这种精细化的“边际修正”中，推动整个乡村产业发展“内卷化”，不仅发展模式日趋刚性，还压缩

创新的可能空间。

“目前整个紫菜行业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状态，同类竞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价格战。价格战打到后面，

你的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利润空间一直在下降，这样企业是没有办法进行研发的。”

（G-CSY-20220510）。

囤菜是基于农贸模式常规销售行为衍生出来的投机行为。为赚取市场供需变化所产生的差价，白沙

村经销商需要整合各种碎片化信息，例如市场价格波动、产区当年种植情况、市场存量与消耗量比等，

来预判当年价格走势，进而看准时机囤积或出售紫菜。虽然收益预期并不明朗，但农户还是愿意以“小

步快走”的行动模式投身其中，即根据紫菜当年收割的茬数按批次囤货，在库存紫菜销售到还剩二三成

时再根据市场行情补进紫菜。这种“一边收购一边销售、旧菜和新菜一起卖”的策略是为了及时反馈和

调整以控制市场风险。“每批紫菜上市后大概囤八九成的货，等卖到剩下百分之二三十时再补货。新菜

上来的时候一般旧菜也还在卖，有些囤得多的还能再卖半年。要想投机就要预判当年紫菜供应情况，在

新菜上来前决定是要集中囤货还是要抛售，量要多大。”（E-ZLX-20220515）“小步快走”策略并不能

确保所有经销商都获利，囤菜仍具有很强的投机属性。例如，2021年紫菜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价格大涨，

有些经销商见势囤菜并在高位抛售，大赚了一笔。碧江公司虽然囤积了一些紫菜，但气温突然变化导致

其预判紫菜供应量会增加，于是选择中途抛货，最终基本没有获得额外利润。

面对陌生领域时，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和收益预期模糊，白沙村经销商往往出于安全考量而选择“绕

道观望”。白沙村紫菜产业转型升级有两条可行路径：一是生产高附加值的紫菜酥、海苔等深加工产

品，二是将紫菜饼的销售渠道拓展到中高端的商超等。白沙村经销商虽然都意识到农贸模式下的低水

平竞争问题，但对上述路径望而却步。在他们看来，这种转型意味着要放弃多年积累，进入完全陌生

的领域，“半路出家肯定是要交学费的”（E-ZWZ-20220513）。购置一套深加工机器需要投入上百万

元，还要承担租赁厂房、增加人手等配套成本。这些中小规模的经销商每年毛利润也就两三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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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一个家庭一年甚至几年的收益都要投入进去。对转型风险的低容忍度使得多数经销商不愿意

主动改换赛道。当被问及白沙村紫菜产业为何难以升级时，有人回答：“（白沙村）紫菜没有出现一

个较有影响力的头部企业。头部企业对产业链各个环节要求高，能提升各个环节的质量，整个行业就

能在头部企业的带领下升级。”（E-ZHQ-20220517）这反映了大家普遍的观望心态，都坐等村里再次

出现“江海”那种成功示范进而模仿学习。

只有少数经销商在维持既有主营业务的同时，开展小规模的“局部创新尝试”。例如，新兴源公

司在维持紫菜饼销售的同时，引入一套生产设备生产即食汤包配料中的碎紫菜。晋港公司在经营紫菜

烘干业务的同时，投资建设了一条做海苔的深加工生产线。福广家公司在深耕农贸市场中端产品的同

时，打通了商超销售渠道，商超销量已占到公司总销量的三成，公司还自主研发紫菜深加工产品和伴

手礼。与福广家公司经营者存在堂亲关系的腾华公司经营者也在其带动下开始接触商超业务。这些经

销商有一些共性特征。第一，公司经营权完成代际更替，接班的青壮年经营者凭借其开阔的视野和现

代营销理念，有意尝试突破“观念锁定”（Schmitz，1995）。福广家公司经营者就是典型代表，他身

兼当地紫菜加工行业协会秘书长，清晰地掌握政策信息和行业趋势。第二，这些经销商虽然来自白沙

村，但是多数选择离开白沙村到周边地区设厂，而这些“局部创新尝试”多发生在其迁离村庄之后。

（二）关系权变与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的路径强化

在传统乡土社会，农户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维系家族名望和进行人情交换，这符合封闭网络中的

生存理性和家户理性（陈明，2018）。现今面对高度市场化的乡土社会环境，家户理性同样支持白沙

村经销商灵活地调整和重塑村庄内外的强弱关系。于是，与市场逻辑高度适配的关系权变机制，有效

降低了农贸模式的经营成本，强化了白沙村紫菜产业的经营路径。

1.弱化乡土强关系。就农村产业雇工而言，有研究指出外来资本下乡需要采取“土客结合”的用

工模式，通过开发乡土性社会资源，对内应对劳动力雇用与管理问题，对外协调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徐

宗阳，2016；陈航英，2021）。但是，在白沙村，成规模的经销商和烘干作坊都是本村企业，无需考

虑乡土融入问题。他们反而遵循市场化的用工逻辑，倾向于雇用外地劳动力。即使是在用工短缺的情

况下，他们也会尽量选择无直系亲属关系的村民。

“紫菜烘干一年要烤七十天。干这个很累的。洗菜的六点多就要来了。顾（照看）炉子的八点就

要来，要做到晚上九点。这些都是（请）外地的。他们肯做。”（S-LXQ-20220514）

这些雇工主要从事烘干、包装等工时长的简单重复劳动。在这些经营者眼里，他们与外地劳工之间

是纯粹的契约关系，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外地劳工将这类工作视为“一份专

门的职业”“养家糊口的营生”，他们大多会尽责完成任务以免被开除。相较之下，雇用本村村民可能

会产生不必要的“人情债”，增加额外的用工成本。本地劳工多将这类工作视作照顾家庭之外的“副业”，

或是出于亲缘感情的“帮忙”（陈航英，2021），所以经常会“磨洋工”、随意请假或拒绝加班。

“你去请他，他愿意过来，你是要欠他人情的……他觉得自己是来帮忙的，（工作）都比较随便，

做不好你也不好意思说他。”（E-ZLS-2023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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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事情比较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在干活方面）外地人很勤快。比如说外地人他

出来打工肯定是要赚钱回家的。本地工肯定有家庭的牵绊，要回家煮饭、接小孩上下学，肯定就是兼

职啦，今天赚一百就一百，八十就八十。外地人一天没赚两百他回去睡不着觉，他肯定会算今年要赚

多少回家的。”（E-ZYY-20230712）

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家庭经营的经销商之间非但不会因强关系而互通有无或抱团合作，反而将彼

此视为竞争对手，极力保护自家的“商业机密”“销售地盘”，包括下游客户资源、囤货规模和新引

进技术工艺情况等。“像我跟我堂弟（是）兄弟关系，平时也会通信息和交流。但要是涉及客户的话，

那就没有（沟通）。看个人的本领，有的也争到头破血流。”（E-ZHL-20220514）

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网络在市场理性的渗透下呈现很强的权变性。经销商会充分开发强关系的“社

会资本”功能，也会通过雇用外来劳工、对关键信息严格保密等方式弱化与亲友熟人的互惠机制，尽

可能减少强关系导致的经营成本上升或利益损失问题。这种“弱化强关系”的理性选择使经销商摆脱

乡土道义的约束，但也会加剧村庄公共性流失，增加乡村治理成本。各家各户都专注自身利益，导致

白沙村多年来集体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无人问津”和乱占地乱搭盖现象严重，被当地戏称

为“户内欧洲、户外非洲”。这进一步削减了村庄的凝聚力，加大了社区整合的难度。

2.强化市场弱关系。白沙村的紫菜产品高度同质化，缺失内部合作的经销商十分依赖外部市场和

客源。下游客户对紫菜价格高度敏感，经销商很可能因为市场价格波动或人为的价格战而流失客源。

因此，白沙村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都在部分农贸市场设立销售点，方便就近巩固客源，并拓展目标客

户。但是，对多数经销商而言，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将乡土社会这套强关系机制应用于外部市场，通过

有意识地感情投资，将契约化的交易关系转变为人格化的类亲缘关系，以此稳定销售渠道。

基于口头协议的“欠一单”交易方式便是强化市场弱关系的方式之一。白沙村经销商在与长期合

作的客户交易时，单笔二十万元以内的生意可以直接赊账。这种基于口头协议的“欠一单”交易方式

既是留住客源的策略，也充分体现社会资本与市场资本的有机整合，是对费孝通（2019）笔下“互相

拖欠未了的人情”的一种现代诠释。从时间线索看，第一阶段是“欠人情”，经销商允许下游客户赊

欠货款，表明对客户的特殊信任，相当于卖对方一个人情；第二阶段是“还人情”，下游客户在按时

偿还第一次交易欠款的同时，以继续下单的方式偿还之前欠下的人情。此外。经销商还会“送人情”，

即当下游客户面临资金周转困难等特殊情况时，他们会看在长期合作的“面子”上适当延长还款时间或

以“打折”方式减免一定还款额度。“一个武汉的，欠我六十万，天天说明天还，到现在还没还。本来

给他赊账二十几万元，后来继续给他赊账，赊到六十万元。”（E-ZHL-20220514）

“欠一单”交易方式意味着经销商无条件地承担对方违约的损失。但是，在农贸模式中，经销商

不能只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建立与下游客户的特殊信任以维持长期合作，树立“仗义”“可

靠”的业界形象。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这些经销商只能依靠行业内的声誉机制对下游客户进行软约束。

“一般生意人不会这么做（逃单）。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已经是不想在圈里当人了。”（E-ZLS-20220516）

不过，各家经销商在年底清账时，总会有几笔欠款是要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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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品多牌”的销售策略也是强化市场弱关系的方式之一。经销商多次提及不能将同一商

标的产品出售给下游不同的零售商或大宗消费者，防止这些下游客户“不高兴”。在这些经销商眼中，

品牌不是维系消费者忠诚度的纽带，而是被用来迎合下游客户需求、巩固合作关系。

“每个零售商都想要‘独家代理’，这个有点像台湾奶茶店，来大陆开店都是授权经营，一条街

我只能授权一家，因为大家都想着独家经营。为了扩大（销售），让新老客户都满意，最好的办法就

是另外想个品牌来开奶茶店。”（E-ZHL-20220514）

“这样客户他们的操作空间才会大。两个经销商都从你这里拿一个牌子，一个卖得比另一个贵，

顾客就会不愿意。还有就是分销。原来老王从你这边进货，老李是他的下家，如果你的品牌知名度太

高，老李（就有可能）踢开老王直接跟你买，老王就会不高兴。”（E-ZYY-20220511）

除了经济往来外，经销商还会主动加强与下游客户的社会往来。除了逢年过节打电话问候外，经

销商会在下游客户有红白喜事时送上人情礼金。交易中“欠一单”的弹性契约、迎合客户需求的“一

品多牌”销售策略和彼此间的人情往来，推动市场买卖的弱关系转变为熟人间的强关系。混杂着经济

往来和社会交往的双重关联，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维系购销关系的稳定性（陈义媛，2023）。

但是，这也使得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形成的规模优势在市场采购和分销环节被瓦解。白沙村紫菜经销

商缺乏合作、恶性竞争让上游采购商和下游零售商掌握了议价权。“你品牌度够了，那你就能控制客

户，你品牌度不够，那就反而是客户在控制你。”（E-ZLS-20230711）

（三）网络联结与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的产业集群环境

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产生了一批富有市场经验的紫菜经销商，他们迅速抢占全国市场。白沙村的

网络联结并未因市场冲击或产业发展逐渐成熟而弱化，而是经由地理空间集聚和社会人情联系，持续

营造与农贸模式高度适配甚至固化的产业集群环境。

首先，地理空间集聚为乡村产业集聚的维系提供了信息优势。囤货赚差价是白沙村经销商的主要

营利方式，这高度依赖于他们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和对价格趋势的判断。同一村域的空间集聚天然地构

建了一个信息高度融通的营商环境。这些经销商从外地产区采购紫菜，需要先运回村内仓库贴牌加工，

再发往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左邻右舍的近距离观察、拉家常串门等社交方式，使得各家的决策信息

在短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

“我就在村里溜达一圈或在窗口留意看看，就知道他要买货还是要卖货，大概量有多大。再有就

是到菜农那问问打算卖多少钱，如果问了两三家都不卖就知道可能海里面紫菜少了，反映出来就是要

涨价……通过这些大致也就能判断行情和价格。”（E-HP-20220516）

此外，村域共享信息还为他们提供了低成本的知识学习机会。群体性模仿推动白沙村紫菜产业的若

干重大转型，包括农贸销售市场的开拓、本地供应链断裂后的新货源开发等。经销商会在特定场合主动

交换信息以降低经营成本。例如，在收购外地产区的紫菜时，他们为防止外地菜农或中间人哄抬价格，

会主动沟通信息，“不会让他们（外地菜农或中间人）偷赚我们的，让钱白白浪费掉。”（E-ZHL-20220514）

其次，乡土社会基于亲缘的人情联系为农户提供“安全”的营商环境。如果只算经济账，将厂区

搬到农贸市场附近将为这些经销商每年省下上百万元的运输费用。但是，白沙村多数经销商都没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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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迁离村庄，少数迁出的经销商也会选择在邻近镇区重新建厂。在不触及关键利益的情况下，经销商

会主动收购同村农户种植的紫菜，与本村种植户和烘干户维系“照顾”性质的贸易关系，以换取村民

的支持。

“我们这些（经销商）不会说是不收本村的。我收本村的比较多，一般收（本村紫菜产量的）百

分之七八十。因为我不压价，村民都很信任我。”（E-ZLS-20220516）

“本地企业在这里有照顾，比如你出问题了，顶多就严重批评或者警告，在外地可能不讲人情就

给你砍掉了……在当地有人际关系可以帮你把控风险，在外地你要自己去疏通。”（G-CH-20220510）

这段访谈揭示了经销商的真实考量。地方性市场是政府监管、市场调节和地方协调的多重产物，

以家族或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网络是地方协调的建构基础（Lin，1995）。这些“非正式因素影响并

改变了正式制度中的资源和信息的配置、奖惩体系的道德意义和效率”（刘能，2007）。在白沙村经

销商看来，这种环境为他们提供了类似“庇护主义”的政企关系和相对可控的营商环境，为应对政策

变动、基层执法等所导致的经营风险留下周旋空间。

最后，网络联结也在构建一套合法性的舆论，将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锁定在同质同构的农贸模式

中。这解释了为何那些少数突破既有模式的企业都是在离开村庄后才尝试产品创新和转换销售渠道的。

福广家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这家公司在迁往周边乡镇后开始拓展商超销售渠道、培育品牌影响力，

如今又在开发固态调味料等加工产品。

“关键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亏钱也要沉得住。环境会影响很多的，大家会互相影响。白沙村

是跑量的，你天天看人家一车一车发出去，心态会受影响的，会怀疑自己的决策。”（E-ZHQ-20220517）

尽管农贸模式的诞生充满偶然因素，但是，经过全村二十余年的持续经营，农贸模式已经成为村

庄共同体的一种地方性共识。在被问到是否考虑拓展商超等销售渠道时，村内经销商普遍持否定态度。

他们列举商超销售渠道的种种弊端，例如资金回流周期长、前期投入成本高和难以及时获取溢价利润

等。换言之，村庄共同体的成员不仅共享农贸模式下的经营策略和技术，还通过贬低其他替代路径以

维持既有格局的“合法性”。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少数破局者会被视为背叛了共同体。他们既要承担

创新领域未知的经济风险，又要面临熟人社会沉重的舆论压力，一旦失败就可能在村民的闲言碎语中

丢失个人面子和家族尊严。这些压力迫使他们逃离村庄。

五、结论与启示

白沙村紫菜产业充分展现了中国乡村地区自发形成的、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乡村产业集聚的形态

特征。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的农贸模式锁定及其表现，包括低质价格战、囤货投机等，也是当前许多

乡村产业集聚普遍面临的低端化困境。呈现农贸模式的低水平经营样态，挖掘其发展低水平锁定的根

源，有助于以小见大地呈现乡村内生产业的发展样态，并对症下药地推动其转型升级。同时，白沙村

紫菜产业也是典型的社会经济。白沙村紫菜产业发展低水平锁定凸显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网络在市场

冲击下所具有的韧性与调适性，本文从行动单元、互动关系和网络联结等不同层次展现乡土社会与市

场经济的复杂交互机制。借由对这一案例的深度解剖，本文尝试分析中国乡村产业集聚面临的发展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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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困境及其背后的社会性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得到如下三点基本结论。

首先，以全国各地的大型农贸批发市场为主要销售渠道的乡村产业集聚容易陷入低水平锁定，本

文称其为农贸模式。由于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强，乡村产业集聚的生产者和经销

商多以薄利多销、拓展客源和囤货投机等作为主要经营策略，造成产品质量低下、恶性价格竞争、品

牌价值含量低和市场价格波动大等困境。

其次，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乡土社会，产业集聚与社会网络在地理空间上的重合导致区别于封闭

型网络结构和开放型网络结构、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的产生。这种社会网络一头扎

根村庄，一头对接市场，既保留传统熟人社会的共同体属性，又包含市场交易中的理性和计算属性。

在市场逻辑的渗透下，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在强化农户家户理性的同时，也塑造了具有权变属性的关

系和具有高度韧性、能够自我强化的网络联结。

最后，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通过家户理性、关系调适与网络联结等作用机制，推动乡村产业集聚

陷入低水平锁定状态。其一，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以家户理性为出发点，农户在安全逻辑与利润逻辑

之间寻求平衡的经营策略促使乡村产业集聚发展始终锚定产业发展的初始方向。其二，农户会权变性

地调适强弱关系，包括有意识地弱化乡村内部强关系以降低经营成本，在外部市场主动强化与中下游

客户的弱关系以维系客源，这增强了既有模式的路径依赖。其三，基于空间集聚与人际网络的网络联

结会维系农户强关系，有利于农户持续低成本地共享信息与学习模仿，为从业者提供便捷、“安全”

的营商环境，同时又基于舆论和面子机制生成自我维系、排斥创新的合法性氛围，从而全方位地维系

乡村产业集聚的低水平锁定状态。

乡村产业集聚是中国乡土社会自发产生的产业样态，也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农民致富的重

要基础。农贸市场仍是大部分农产品的主要流通渠道，白沙村紫菜产业的案例能够以小见大地呈现农

贸模式的低水平竞争困局。不可否认，农副产品经营的农贸模式锁定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宏观层面看，产品自然属性、外在市场结构等因素主导了产业的整体定位和经营模式。但是，新业

态和技术创新确实推动了一些产业集聚转型升级。在本文案例中，走出白沙村的那些经销商就尝试开

发以紫菜为原料的加工食材，同时拓展商超等新兴销售渠道。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乡土逻辑与市场逻辑共同塑造的乡土社会网络仍然是形成乡村产业集聚的社

会基础。在产业发展初期，乡土社会网络在资源和制度严重匮乏的前提下全面支撑乡村的工业化，而

今则以其结构韧性和关系权变性维系产业发展的低水平锁定状态。因此，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不是

纯粹的经济问题，还需要优化这一社会网络。其一是保护和引导具有企业家精神、积极创新探索的创

业者，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少数创业者开拓新市场、开发新技术，为网络其他成员提供可学习、可模仿

的示范。其二是组建产业协会，规范市场秩序或打造区域品牌。乡村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

开展组织化合作能够有效提升产业经营者与下游市场的议价能力。这些举措有赖于地方政府或掌握社

会权威的“关键少数”精英的推动，在家户理性的基础上助推和培育基于社群共同利益和公共责任的

村社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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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gent Indigenou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Lock-in of Rural Cluster
Industrie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Agricultural TradeModel”

of Seaweed Industry in Baisha Village, Fujian Province

LINXuefei CHENZhaolin ZHENGHuiling

Abstract: R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a socio-economic form spontaneously formed by smallholder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connecting with large markets, and i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is

paper employs a single-case study method to analyze the sow-end operational pattern of the seaweed industry in Baisha Village,

Fujian Province, with farmers’ agricultural trade markets as the main sales channel,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lock-in of r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high overla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pace

and village space, the rural society gives rise to a contingent rural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zed by transitional form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open and closed network structures. First, this social network connects with the market on one end while being rooted

in the village on the other, starting from the unique household rationality, and continuing to anchor the initi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trade model based on the balance of security logic and profit logic among farmers. Seco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ties in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reduces the operating cost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de model, thereby reinforcing its operational pathways. Third, the network connections based on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rovide information flow, a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cluster environment,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opinions that exclude innovation for this model. The contingently generated rural social network, formed naturall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economy, maintains the low-level lock-in state of r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an

all-encompassing manner.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from agglomeration to

clustering fundamentally relies on optimizing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including supporting entrepreneurial operators and

facilitating organized cooperation.

Keywords:Rural SocialNetworks;Rural IndustrialAgglomeration; Agricultural TradeMarket;Development Lock-in


